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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96089860]摘要：考察不同区域和城市规模下城镇化发展对绿色发展效率影响的差异性，为我国城镇化发展战略优化提供理论参考。构建城市绿色发展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10－2019年我国26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城市和区域绿色发展效率，并分别从区域和城市规模两个角度进行差异性分析。结果表明：26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但区域间差异显著，效率从高到低分别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城镇化水平与绿色发展效率呈现显著的正“U”型影响关系，拐点为74.96%，城市规模越大则城镇化水平越早达到拐点，从而实现对绿色发展效率的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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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96089878]Abstract: Investigating the difference of urbanization impact on green development efficiency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cities, in order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optimization of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China.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262 cities in China from 2010 to 2019,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green development efficiency index system, uses the super-efficiency SBM model to measure the urban green development efficiency, explores the impact of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on the efficiency of urban green development, and analyzes the difference in impac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region and city siz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verage green development efficiency of 262 cities shows a fluctuating upward trend, bu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regions, they are the eastern, central, western and northeastern regions from high to low;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efficiency, with an inflection point of 74.96%, the larger the city scale, the earlier the urbanization level will reach the inflection point, then achieving the positive impact on green development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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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随着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已成为我国发展的战略方向[1,2] 【失范引用！不能泛泛堆叠所阅读过的文献。这句话表述的观点是否为笔者调研分析相关文献后总结得出的见解？或者是具体引用了文献1还是文献2的这个表述？！如为前者，不存在引用；如为后者，引用应有实质性引用，且引用完整、准确，有出处，与行文贯通】。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要推进经济绿色发展，加速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的形成，但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突出，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依旧存在，资源环境问题成为制约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推动绿色发展已被认为是节约能源、降低环境污染、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3]，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我国城镇化发展迅速，自改革开放以来，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增长至2021年的64.72%[4]，年均增长率为1.09%，是全球城镇化进程推进最快的国家之一。但研究表明，我国快速的城镇化发展，在带来人口集聚、经济快速增长及生产要素集聚、生产率提升等积极效应的同时[5]，也存在着高资源消耗、高污染物排放等一系列问题[6]，给资源供应带来巨大压力，造成生态环境过荷负载。在我国城镇化高速发展、生态环境问题突出及大力推行绿色发展战略的背景下，绿色发展效率呈现怎样的变化特征，城镇化的推进是否有利于促进经济、资源、环境三者的平衡，城镇化发展对于区域绿色发展有怎样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性等问题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为此，本研究以绿色发展效率作为衡量区域绿色发展程度的指标，考察不同地区和城市规模下城镇化发展影响的差异性，以期为政府优化城镇化和绿色发展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1  文献综述
1.1绿色发展效率测算
作为绿色发展研究的重点内容，绿色发展效率是在经济效率基础上的进一步拓展，测算方法也逐渐趋于成熟，目前多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进行测算，如李靖等[7]采用超效率SBM模型评估了1990－2006年我国区域绿色发展状况；赵立成等[8]从绿色发展理念出发构建投入产出指标体系，运用DEA-Malmquist模型对环渤海地区的绿色发展状况进行了评估；卢丽文等[9]运用传统的DEA模型测算了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任宇飞等[10]将非期望产出纳入指标体系，运用SBM-DEA模型测算并分析了我国东部沿海四大城市群的绿色发展效率及其时空演变特征；叶文显[11]运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并分析了我国省会（首府）城市2009－2019年的绿色发展效率及其空间特征。
1.2城镇化对于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
目前许多研究对城镇化与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但尚未就研究结果达成一致，关于城镇化对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主要有以下3种观点：（1）城镇化发展能够促进区域绿色发展效率提高。如王兵等[12]在运用环境范围调整测度（RAM）模型测算我国112个环保重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基础上分析了城镇化与绿色发展效率之间的关系，认为居民城镇化对绿色发展效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城镇化发展会抑制区域绿色发展效率提高。如郑垂勇等[13]基于2006－2015年省际面板数据测算了长江经济带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同时通过进一步研究得出了城镇化发展总体上会降低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结论。（3）城镇化发展对于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如郑慧等[14]通过托宾（Tobit）模型实证分析2006－2015年我国30个省份的城镇化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发现，东部省份的城镇化对地区生态效率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非线性影响关系；同样地，赵领娣等[15]通过测算2003－2016年我国大西北和黄河中游经济区部分城市绿色发展绩效发现，城镇化与区域绿色发展绩效之间的影响存在阶段性差异，整体呈现出先抑制后促进的非线性影响关系。此外，也有学者如郑丽琳等[16]、于伟等[17]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城镇化建设对区域绿色经济效率无显著影响。
总体而言，已有研究对城镇化与绿色发展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探讨，但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从研究视角来看，鉴于国内部分地级市层面的数据获取难度较大，对城镇化与绿色发展效率的关系研究主要从行业、省级或城市群视角进行分析，较少对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进行评价；其次，缺乏城镇化对绿色发展效率影响的差异性探讨，仅有少数探讨了不同地区之间的城镇化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差异，但未有分析不同城市规模下城镇化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差异。然而，在我国人口增长趋缓的背景下，探究加快发展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更有利于绿色发展这一问题，对优化城镇化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政策价值和现实意义。基于此，本研究采用超效率SBM模型，将环境污染作为非期望产出纳入投入产出指标，以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分析其绿色发展效率的变化趋势和城镇化对绿色发展效率影响，验证城镇化与绿色发展效率之间的关系。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范围
以我国26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以下简称“样本城市”），研究时段为2010－2019年。其中，西藏、新疆、吉林及黑龙江等省区的23个地级市由于存在数据缺失，不列入研究范围；同时根据地级市行政区划的变动情况，将2019年撤市设区的莱芜市剔除。最终研究范围包含26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2.2 研究方法
2.2.1 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
为解决EDA模型中变量的松弛性问题和径向带来的测量误差问题，Tone[18]提出了基于松弛变量（slack variable）的非径向、非导向型的SBM-DEA分析模型；但传统的SBM模型无法对同时有效的单元格进行区分与排序，为解决这一问题，Tone[19]进一步提出了超效率SBM模型。因此，为更加全面地测算城市的真实绿色发展效率，本研究将污染物排放作为非期望产出纳入超效率SBM模型，测算样本城市2010－2019年的绿色发展效率（gde）。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1）  
 ; ;， ;；    
式（1）中：目标函数表示投入无效率与产出无效率的比值；分别表示投入指标、期望产出指标以及非期望产出指标；表示指标数量；表示松弛变量。
2.2.2 计量模型
首先，构建基础回归模型检验城镇化对绿色发展效率的线性影响。模型形式如下：
	
	（2）


式（2）中：表示 i城市在t时间的绿色发展效率；为i城市在t时间的城镇化水平；X为控制变量；为随机干扰项。
为进一步验证区域城镇化水平与绿色发展效率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将城镇化水平的平方项（ur2）纳入模型：
	
	（3）


2.3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2.3.1绿色发展效率评价指标
根据绿色发展效率的内涵，其评价指标应是投入及产出的指标组合。借鉴已有相关研究，同时参考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等文件，遵循客观性、全面性、可操作性和数据可得性的指标选取原则，构建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绿色发展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共包含12项指标（见表1）。其中，投入指标包括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科技投入及资源投入；而期望产出涉及经济效益、技术产出、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4个方面；此外，在产出部分还加入了人们在绿色发展中不期望看到的环境污染方面的非期望产出。
表1   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绿色发展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变量
	单位

	投入
	资本投入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入总额
	亿元

	
	劳动力投入
	
	年末单位从业人数
	万人

	
	技术投入
	
	科学技术支出
	万元

	
	资源投入
	
	区域供水总量
	万t

	
	
	
	全社会用电量
	万kW·h

	产出
	期望产出
	经济效益
	地区生产总值（GDP）
	亿元

	
	
	技术产出
	发明专利数量
	万件

	
	
	社会效益
	职工平均工资
	元

	
	
	环境效益
	公园绿地面积
	hm2

	
	非期望产出
	环境污染
	工业废水排放量
	万t

	
	
	
	工业SO2排放量
	t

	
	
	
	工业烟（粉）尘排放量
	t



2.3.2变量选择
以绿色发展效率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核心解释变量；同时，参考相关研究，选取了产业结构、科技水平、能源结构、环境保护力度、对外开放程度、政府影响力等因素作为控制变量指标。各变量具体说明如表2所示。
表2   主要变量说明
	类型
	名称
	符号
	度量方式
	单位

	被解释变量
	绿色发展效率
	gde
	式（1）
	

	解释变量
	城镇化率
	ur
	城镇人口数/常住人口总数
	

	控制变量
	产业结构
	is
	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
	

	
	科技水平
	te
	平均每万人拥有的发明专利数量
	件/万人

	
	能源结构
	es
	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比例
	

	
	环境保护力度
	er
	环境治理投资额占GDP比重
	

	
	对外开放程度
	fdi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占GDP比例
	

	
	政府影响力
	gi
	政府财政支出占GDP比重
	



2.3.3数据来源与说明
研究数据来源于2010－2019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样本城市统计年鉴，以及各层级的统计局网站。此外，为了减少通货膨胀的影响，保证数据可比性，以2010年GDP为基期不变价，根据GDP平减指数对其他年份GDP进行平减；对于资本投入指标，使用Goldsmith提出的永续盘存法进行估算[20]，以2010年为不变价格计算。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个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绿色发展效率
	2 620
	0.984 1
	0.154 6
	0.195 0
	1.941 8

	城镇化率
	2 620
	54.628 0
	14.585 0
	19.700 0
	100.000 0

	产业结构
	2 620
	47.820 0
	9.945 0
	14.740 0
	81.930 0

	科技水平
	2 620
	8.461 0
	12.975 0
	0.007 9
	123.976 1

	能源结构
	2 620
	39.078 0
	12.984 0
	8.366 9
	68.676 6

	环境保护力度
	2 620
	1.357 0
	0.674 0
	0.290 0
	4.030 0

	对外开放程度
	2 620
	1.957 0
	2.707 0
	0
	39.436 8

	政府影响力
	2 620
	19.459 0
	10.138 0
	1.536 3
	91.550 7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绿色发展效率测算结果与分析
3.1.1绿色发展效率测算结果
通过MaxDEA 8.0软件得出测算结果如图1所示，2010－2019年样本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均值在0.9～1.1的范围内波动，10年来的总体均值为0.985 8，整体呈波动上升状态，从2010年的1.012 8增长至2019年的1.023 3，年均增长率为1.183%。
[image: ]
图1   样本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总体均值及变化趋势

从绿色发展效率具体增长情况来看，在2013年和2016年发生了转折。其中，2010－2012年绿色发展效率总体呈现上升趋势，这可能是因为在“十二五”规划期间国家和地方政府逐渐开始意识到当前经济发展模式的局限性以及经济、环境和资源之间存在的矛盾，进一步认识到节约资源与发展环境的重要性，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逐渐得到重视；而2013年却发生了较大幅度的下降，可能是由于2012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将生态文明放在突出地位，绿色可持续发展由此成为区域发展战略方向，而绿色发展效率在这一时期处于战略初调的下降阶段；2014年绿色发展效率有所上升，在之后两年回落，但2016年后一直处于较快增长状态，这是由于201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首次提出了绿色发展理念，国家发展进入绿色可持续发展模式，绿色发展效率稳步提升。
3.1.2绿色发展效率区域差异分析
根据国家统计局关于我国的经济区域划分标准，将样本城市划分为东、中、西、东北四大区域（见表4），进一步探讨绿色发展效率的地区差异。
表4  样本城市的区域划分                   
	项目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北地区

	省份（城市数量/个）
	北京、天津、河北（11）、上海、江苏（13）浙江（11）、福建（9）、山东（16）、广东（21）、海南（2）
	山西（11）、安徽（16）、江西（11）、河南（17）、湖北（12）、湖南（13）
	内蒙古（9）、广西（14）、重庆、四川（18）、贵州（4）、云南（8）、陕西（10）、甘肃（12）、青海、宁夏（5）
	辽宁（14）



如图2所示：（1）各区域样本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变化趋势与样本城市总体层面绿色发展效率变化趋势相同，均为波动上升状态。其中，东部地区相对较高，中西部地区次之，而东北地区较低。主要是由于东北地区是我国老工业基地，科技水平较为落后，传统工业产生污染相对较大；且东北地区城市多为资源型城市，因大规模开发陷入资源枯竭困境[21]。（2）分阶段来看，各区域的绿色发展效率变化趋势也是以2013年和2016年为转折点，表明其绿色发展战略方向与国家整体保持一致。（3）分区域来看，东、中、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效率2019年相较于2010年变化不明显；而东北地区2010年绿色发展效率最低，但2017年已基本与其他地区持平，到2018年已高于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绿色发展效率变化范围最大，说明相较于其他高效率城市，其绿色发展效率较低城市的效率提升幅度与提升弹性更大。
[image: ]
图2  样本城市所属区域绿色发展效率年度分布

3.2城镇化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
在运用OLS对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前，本研究先对数据进行了Hausman检验。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P值小于0.01，表示其在1%的显著水平上拒绝了采用随机效应的原假设。因此，本研究最终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表5中，模型（1）和模型（2）分别不加入控制变量和加入控制变量；模型（3）则加入了核心解释变量的二次项。从结果可以看出，城镇化对区域绿色发展效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ur系数为负、ur2的系数均为正，分别在1%和5%的水平上显著，即城镇化对绿色发展效率存在显著的先抑制后促进的正“U”型变化趋势。根据回归结果，计算得到全样本视角下城镇化对绿色发展效率影响变化的拐点为74.96%，即当城镇化水平低于74.96%时，城镇化发展将抑制区域发展效率提升；而城镇化水平超过74.96%后，城镇化发展能够显著提高区域绿色发展效率。
在控制变量方面，产业结构和政府影响力对于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抑制作用，环境保护力度为正向促进作用，科技水平、能源结构和对外开放程度等控制变量对区域整体的绿色发展效率无显著影响。原因在于：（1）第二产业所占比重降低，说明城市产业结构正逐步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倾斜，不仅有利于推动区域新兴产业发展，也能减少传统工业污染物排放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环境污染，提高区域环境质量，进而改善地区绿色发展效率。（2）环境保护力度越大表示环保投资占比越高，即城市对于环保的重视程度越高，也就更有利于促进当地的绿色发展，因而环保力度与区域绿色发展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3）政府影响力与区域绿色发展效率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即财政支出占比越高，区域绿色发展效率越低。虽然财政支出是城市绿色转型的重要资金来源之一[22]，但由于财政支出受到政府预算、投资使用、效果考核等多方面限制[1]，在地区经济发展竞争中，地方政府可能会更倾向于将资金投入能够短期内实现经济增长的生产性领域，对环境管制力度及绿色发展投入不够，造成区域绿色发展效率下降。
表5  样本城市城镇化对绿色发展效率影响的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城镇化水平
	−0.000 640***
	−0.005 180***
	−0.013 600***

	
	(0.011 268)
	(0.001 100)
	(0.004 030)

	城镇化水平的平方项
	
	
	0.000 090**

	
	
	
	(0.000 042)

	产业结构
	
	−0.001 910**
	−0.001 560*

	
	
	(0.000 798)
	(0.000 814)

	科技水平
	
	0.001 280**
	0.000 822

	
	
	(0.000 565)
	(0.000 603)

	能源结构
	
	0.000 804
	0.000 778

	
	
	(0.000 785)
	(0.000 784)

	环境保护力度
	
	0.018 500**
	0.018 000**

	
	
	(0.007 870)
	(0.007 870)

	对外开放程度
	
	−0.002 630
	−0.002 030

	
	
	(0.002 470)
	(0.002 480)

	政府影响力
	
	−0.002 100**
	−0.001 850*

	
	
	(0.001 010)
	(0.001 020)

	常数项
	0.950 900***
	1.339 000***
	1.490 000***

	
	(0.011 270)
	(0.098 100)
	(0.120 000)

	观测量/个
	2 620
	2 620
	2 620


注：1）括号内的数值为标准差；2）*、**、***分别表示10%、5%、1%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3.3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直辖市行政地位和经济地位的特殊性，为排除其对回归结果的干扰，剔除北京、天津、上海、重庆4个直辖市后再进行回归分析（见表6），结果依然稳健。此外，进一步剔除省会（首府）城市以验证回归结果的稳定性，结果与原全样本回归结果保持一致。由此可知，“城镇化与绿色发展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U”型关系”的研究结论是稳健可靠的。
表6  研究结论稳健性检验
	变量
	剔除直辖市
	剔除省会（首府）城市

	城镇化水平
	−0.013 300***
	−0.016 700***

	
	(0.004 100)
	(0.004 600)

	城镇化水平的平方项
	0.000 087**
	0.000 125***

	
	(0.000 043)
	(0.000 048)

	产业结构
	−0.001 550*
	−0.001 500*

	
	(0.000 825)
	(0.000 876)

	科技水平
	0.000 879
	0.000 968

	
	(0.000 625)
	(0.000 687)

	能源结构
	0.000 863
	0.000 771

	
	(0.000 793)
	(0.000 855)

	环境保护力度
	0.019 000**
	0.018 100**

	
	(0.007 990)
	(0.008 600)

	对外开放程度
	−0.002 050
	−0.002 200

	
	(0.002 520)
	(0.002 670)

	政府影响力
	−0.001 770*
	−0.001 670

	
	(0.001 030)
	(0.001 080)

	常数项
	1.476 000***
	1.541 000***

	
	(0.122 000)
	(0.132 000)

	观测量/个
	2 580
	2 350



3.4  差异性分析
郭付友等[23]、张倩等[24]的研究认为，我国各地区和不同规模城市之间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和所拥有的资源禀赋存在较大差异，可能会导致不同地区的绿色发展质量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因此，本研究认为城镇化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也可能存在区域、城市规模上的差异性，需要进一步分析。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按以上样本城市的区域划分来进行区域回归；同时参照2014年《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中的分类标准，基于地区总人口数将样本城市划分为中小型城市、大型城市和特大型及以上城市3类。如表7所示，不同区域的城镇化对于绿色发展效率的非线性影响有所不同。其中，中部地区存在显著的先抑制后促进的正“U”型关系；而东、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显示存在正“U”型和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但影响均不显著。
表7   样本城市分区域的差异性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北地区

	城镇化水平
	−0.004 880
	−0.020 700**
	−0.010 800
	0.046 700

	
	(0.007 200)
	(0.009 340)
	(0.007 180)
	(0.051 200)

	城镇化水平的平方项
	0.000 034
	0.000 099**
	0.000 053
	−0.000 386

	
	(0.000 072)
	(0.000 042)
	(0.000 083)
	(0.000 393)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1.273 000***
	1.815 000***
	1.431 000***
	−0.074 000

	
	(0.211 000)
	(0.276 000)
	(0.222 000)
	(1.838 000)

	观测量/个
	860
	800
	820
	140

	城市数/个
	86
	80
	82
	14



从表8可见，大型城市和特大型及以上城市的城镇化水平提高对区域绿色发展效率产生显著的先抑制后促进的正“U”型影响，而中小型城市则存在倒“U”型关系，且影响并不显著。其中，大型城市和特大型及以上城市的城镇化水平提高对区域绿色发展效率产生正向影响的拐点分别为61.78%和59.13%，即其城镇化水平分别达到61.78%和59.13%后，城镇化水平的提升能够有效提升区域绿色发展效率。对比以上全样本视角下74.96%的拐点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城市规模越大，城镇化的发展可以越早达到达拐点，实现对绿色发展效率的正向影响，从而更有利于促进绿色发展。我国当前的城镇化水平已经达到64.72%[4]，促进人口向大型城市和特大型及以上城市集中，更有利于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


表8  样本城市规模影响的差异性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中小型城市
	大型城市
	特大及以上城市

	城镇化水平
	0.008 570
	−0.007 216***
	−0.004 730**

	
	(0.006 920)
	(0.002 040)
	(0.002 170)

	城镇化水平的平方项
	−0.000 046
	0.000 058***
	0.000 040**

	
	(0.000 046)
	(0.000 018)
	(0.000 018)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0.726 100**
	1.235 100***
	1.132 000***

	
	(0.251 600)
	(0.066 900)
	(0.084 370)

	观测量/个
	77
	1 706
	837



4   结论
（1）时间上来看，2010－2019年我国26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呈波动上升状态，其分区域的年均绿色发展效率变化趋势与总体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且东部地区高于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
（2）从城镇化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来看，存在显著的先抑制后促进的正“U”型关系，拐点为74.96%，即当地区城镇化水平低于74.96%时，城镇化发展会抑制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而当地区镇化率高于74.96%时，城镇化发展会显著促进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此外，第二产业占比和政府影响力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环境保护力度则能够显著促进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提高。
（3）城镇化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其中，在中部地区城市存在显著的正“U”型关系；而在东、西部和东北地区城市分别呈现正“U”型和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但均不显著。
（4）城镇化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城市规模差异性。大型和特大型以上城市的城镇化与绿色发展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U”型关系，拐点分别为61.78%和59.13%。城市规模越大，城镇化的发展可以越早达到拐点，实现对绿色发展效率的正向影响，从而促进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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